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左玉河　 　 李永贞

　　摘　要：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 他

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

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 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

“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 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

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

忧。 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 但

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

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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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杜亚泉（１８７３—１９３２）被视为五四时

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实际上，他是

清末民初著名的科学教育家和启蒙学者，创造了近

代中国科学传播史上的多项第一：最早创办专门科

学杂志《亚泉杂志》，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

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和《动
物学大辞典》。 作为五四时期著名刊物《东方杂志》
的主编，杜亚泉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另一方面力求

调适传统与现代，因而被新青年派视为反现代的保

守主义者而加以排斥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余年

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超越狭隘的进化史观，重新审

视杜亚泉的文化调和主义及其多元主义文化观。

一、为什么杜亚泉将东西文明差异
视为民族根本性质的差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全面输入西方新

思潮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像东方文化派这

样的文化保守主义？ 这是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如

果说晚清时期深受儒学熏习的守旧派对西学往往采

取深闭固拒的强硬态度的话，那么，到五四时期持这

种简单的排外观点者并不多见，故很少出现像倭仁

那样的政治保守、文化守成的顽固派。 尽管仍然有

辜鸿铭、林琴南等文化守成者，但他们所拥有的西学

知识及世界眼光，已远非晚清时代的守旧派和洋务

派所能比拟。 至于像杜亚泉、章士钊等人，虽然在文

化观念上趋于守成，属于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
即通常所说的东方文化派，但他们同样具有更为广

博的西学知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他们正是运用自

己较为深厚的西学知识及开阔的文化视野，与以陈

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派相抗衡。
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诸多坚守中国传

统文化价值者，统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乃是为

了与晚清时期“政治保守主义者”区别开来。 文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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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主义者着力发掘和肯定中国固有文明的价值，力
图融汇古今东西，站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有选择地

吸纳外来文明，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

派别。 这种守成的文化态度和立场，与政治上的保

守与激进并不同步。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是文化

守成主义者，而不是政治保守主义者，远非晚清时期

的倭仁、叶德辉、王先谦等传统守旧派所能比拟。 他

们鉴于当时中国固有文明的衰落及儒学正统地位的

动摇，清楚地看到顽固地坚守儒家文明已不大可能，
故往往为了接续和发扬儒家文明而有限度地接受西

方近代文明，更多的是强调在立足于儒家文明的基

点上，调和折中东西文明，着力于东西文明交接点上

的变通与调适。 换言之，他们力图在东西文明的调

和、折中、变通与调适过程中，寻求儒家文明复兴之

新机，探寻中华文明的现代出路。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双方的领军人物，东方

文化派为《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新文化派则为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以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文

化保守主义者，构想出一种“东方精神文明”与“西
方物质文明”的二元对立结构，企图用以儒学为代

表的东方文明复兴中国、超拔欧洲。 以东方精神文

明之优弥补西方物质文明之缺，以东方道德主义之

长排斥西方功利主义之短，成为五四时期文化保守

主义者共同的价值取向。 杜亚泉在东西文明比较基

础上提出的文化调和主义，就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

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
杜亚泉从 １９１１ 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后，革

新杂志内容，扩大杂志篇幅，将该刊物办成了当时具

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文化杂志。 他除了主持《东方杂

志》编务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

本华的《处世哲学》，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多达

２００ 篇的学术政论文章，阐述自己对国内外重大事

件的看法。 杜亚泉有着开阔的文化视野，关注国际

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撰写了许多

精彩的文章，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
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 这引发了五四时期关于

东西文化的论战，也因此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

人物。
１９１６ 年初，黄远生撰写《新旧思想之冲突》一

文，将晚清以来西方文明输入后导致的新旧冲突作

了总结。 他断定：“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

突，莫甚于今日。”②他认为中国思想内部的冲突，实
为新旧思想之冲突，也就是西洋近代文明与中国传

统儒家文明之冲突。 杜亚泉觉得黄远生提出的新旧

思想问题颇为重要，故一方面将其文章在《东方杂

志》第 １３ 卷第 ２ 号上刊载，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东西

文化及新旧思想问题，阐明自己对东西文化问题的

观点。 １９１６ 年 ４ 月，杜亚泉发表《再论新旧思想之

冲突》，对黄远生的观点进行回应和发挥，认为东西

文明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差异，并非时代性的差异。
他指出：“况两种思想，各有悠久之历史、庞大之社

会以为根据，其势自不能相下。 然谓吾国民思想之

冲突，即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之冲突，则殊未是。”③

既然东西文明的差异不是简单的东洋思想与西洋思

想的冲突，那么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怎样的“性
质之异”？ 杜亚泉在随后发表的《静的文明与动的

文明》中，对东西文明的差异作了认真的观察和深

入的研究，断然反对陈独秀将东西文明视为“古今

之异”的观点，认为东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

度之差”：“盖吾人之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

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

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

者。 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

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

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④

杜亚泉接着分析了东西文明“性质之异”的原

因，认为这主要是由中西社会结构及历史传统的差

异造成的。 中西社会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西洋社会由多数异民族混合而成；二是“西洋社

会发达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岛间，交通便利，宜于

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而“吾国社

会，发达于大陆内地之黄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农

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⑤。 自然地理环

境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文明的差异，形成了商业文明

与农业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历史传统。
东西文明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这是非常

明显的现象。 但东西文明的差异是文明发展程度上

的“时代性差异”，还是根本性质上的 “民族性差

异”？ 杜亚泉提出了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派

根本相反的观点：东西文明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

两种社会及两种民族的性质上的差异。 杜亚泉指

出：“综而言之，则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

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

社会，发生静的文明。 两种文明，各现特殊之景趣与

色彩，即动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而
静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带恬淡的色彩。”东西文

明之间的动静差异，自然会产生两个民族完全不同

的社会状况：“动的社会，其个人富于冒险进取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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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常向各方面吸收生产，故其生活日益丰裕；静的

社会，专注于自己内部之节约，而不向外部发展，故
其生活日益贫啬。”⑥

杜亚泉进而指出，欧战的惨烈使“吾人对于向

所羡慕之西洋文明”产生了怀疑，迫使中国人改变

盲从的态度，用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济“西
洋动的文明”的弊端。 他指出：“而吾国固有之文

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 西

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

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

水及蔬疗之也。”⑦他告诫国人要以儒家思想为评判

是非的标准，指责五四时期新思想的输入“直与猩

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造成了民国初期的“人
心迷乱”“国是丧失”及“精神破产”。 由此可见，杜
亚泉对东西文明的主张，实质上仍未跳出晚清时期

“中体西用”的范围。 杜亚泉通过对东西文明差异

性的比较认为，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皆有利弊，只能

取长补短，不能取而代之。 西洋社会虽然科学先进，
经济发达，但已经“陷于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

于救济”⑧。 东方文明虽然也有陋弊，但在精神层面

上高于西方文明。 既然两种文明各有特色，那么就

不能盲目“西化”而否定自身文明的价值。 他坚持

认定东西文明各有利弊，不赞同舍弃中国文明而全

盘采纳西方文明。
杜亚泉清醒地意识到，说中国文明在精神层面

上高于西方，并不意味着复古守旧，更不赞同人们像

晚清守旧派那样对西方文明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
认为“仅仅效从顽固党之所为，竭力防遏西洋学说

之输入，不但势有所不能、抑亦无济于事”，而应该

坚守中国“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基本

立场，去评判东西文明的优劣并实行相互的“取长

补短”。 他认为，“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

否为标准”，西洋人于“物质上虽获成功”，但“其精

神上之烦闷殊甚”。 相反的，中国社会在物质上抱

着“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的态度，精神上确信

中国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 换言之，
即“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因此，在杜亚泉看来，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

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还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的差异。 西洋动的文明及物质文明，远远低于中国

静的文明及精神文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既然如

此，中国自然就没有必要效法西方文明而走西洋化

的发展道路，而应该立足于中国文明基础上“统整”
西洋文明。

二、为什么杜亚泉主张以中国
传统儒学“统整”西洋文明

　 　 杜亚泉尽管承认东西文明各有流弊，但因西方

“动的文明”弊害更大，故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吾
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

之穷。”西洋文明虽然可以输入，但必须站在中国文

明的基础上，靠中国固有文明对其进行“统整”，将
西方文明“纳入吾国文明之中”。 他不承认西洋文

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反倒认定中国

固有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

出补救性贡献。
杜亚泉在分析东西文明特质后，突破以往文明

比较时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做法，提出了东西

文化融合会通的调和主义。 杜亚泉对以陈独秀为代

表的新青年派的“西化”主张明确表示反对。 他认

为：“近年中以输入科学思想之结果，往往眩其利而

忘其害，齐其末而舍其本。 受物质上之激刺，欲日盛

而望日奢。”⑨这样将会导致中国固有文化的丧失，
同时所引进的西方文化也不能寻找到一条使国家富

强之路，因而陷入进退两失的尴尬境地。
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对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文明的调和问题作了专门阐

述，认为中国不必效仿西洋文明，应该充分肯定中国

文明的价值和地位。 他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

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

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 ……平情而论，则东

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

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而新文明之发

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⑩正因为如

此，杜亚泉呼吁，儒家所倡导的“名教纲常诸大端”，
“为吾国文化之结晶”，是不能丢掉的；而西方输入

的“权利竞争，今日不可不使之澌灭”，故必须引

起国人的密切关注。 在他看来，东方文明的发展方

向不是“西化”，而是立足本身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

方文化的长处，以弥补自身的短处，故必须进行东西

文明的调和。 战后世界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
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杜亚泉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
对西洋文明输入后造成的精神生活的缺失及实用主

义的兴起表示强烈不满，并警告国人说：“吾人之精

神的生活既无所凭依，仅余此块然之躯体、蠢然之生

命，以求物质的生活，故除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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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复有生活的意义。”正是在批评中国社会精神生

活缺失之基础上，杜亚泉进而提出了“迷途中之救

济”办法。
如何“救济”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迷乱”现象？

杜亚泉认为不能指望西洋文明，因为西洋文明尚不

能自救，故必须依靠中国固有文明予以拯救。 中国

文明不仅能够救济自己，而且能够救济陷入危机中

的西方文明。 他指出：“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

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

深信不疑者。 盖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

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既然杜亚泉

希望以中国固有文明来“统整”西洋文明，那么究竟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及什么样的路径“救济”中国当

下的“迷乱”现象，并“统整”危机中的西方文明？ 杜

亚泉并未对此关键问题加以阐述。 这种情况表明，
他仅仅是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而缺乏深入而严

密的理论说明，故其论证是相当单薄的。
杜亚泉对东西文明的比较及提出的文化调和论

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 他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

文明，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应该肯定

的，也是能够站住脚的。 他极力弘扬中国传统文明

的长处，也正视中华民族文化的短处，旨在通过东西

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

代新文明。 这样的动机及在这种动机下对东西文明

问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体现了其对民族命运的

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 他在《迷乱之现代

人心》中发出“国是之丧，为国家致亡之由”的慨叹，
表明了自己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以及反对全盘输入

西方文明的缘由。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代表了当时

部分文化守成者的共识。
然而，杜亚泉对东西文明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结

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他过分夸大了西方近代文

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
错误地认为欧战标志着西方近代文明的破产，暴露

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和危机，而这种弊端和危机

必须靠中国文明来“救济”和“弥补”。 这样的论断，
显然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误解，没有看到西洋近代

文明所具有的自我调整能力及强大的生命力，也反

映出他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尚缺乏深刻的反

省。 他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了

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 实际上，东西两

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着民族性差异，但并非根本上

的性质差异，而是时代性的差异，是处于农业社会及

宗法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文明，与处于工商社会及市

民社会的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差异。 时代性的差

异，才是东西文明差异的主要方面。 正因杜亚泉坚

持东西文明的民族性差异的核心理念，因此他从根

本上否认西洋近代文明优于中国儒家文明，否认中

华传统文明应该输入并接受代表世界文明发展方向

的西方近代文明，因而，他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西洋近代物质文明远没有中国精神文明优越，故需

要中国儒家的精神文明去“救济”西方近代文明之

“弊”，需要儒家文明去“统整”西洋近代文明。 这样

的结论，显然是与整个时代发展的潮流相背离的，实
际上是无益于中国现代新文明建构的。

三、如何看待杜亚泉的多元主义
及其文化调和论

　 　 杜亚泉对东西文明的比较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抨

击，在当时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陈独秀

等人的重视和反驳。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陈独秀发表《质
问〈东方杂志〉记者》，同年 １２ 月，杜亚泉发表《答
〈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对陈独秀的观点提出

反驳意见；次年 ２ 月，陈独秀接着发表《再质问〈东
方杂志〉记者》，严厉批评杜亚泉提出的文化调和

论。 陈独秀指出：“吾人不满于古之文明者，乃以其

不足支配今之社会耳，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

值；更不能谓古代竟无其事，并事实而否认之也。 不

但共和政体之下，即将来宽至无政府时代，亦不能取

消过去历史中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及其种种黑暗之

事实。”在他看来，西洋文明输入后破坏中国固有

文明中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是很正常的，故导致

以儒家文明为根基的“国是丧失”及“精神界破产”，
也是必然的。

在这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陈独秀为代表

的新文化派坚持西方近代文明比中国固有文明优越

的基本立场，坚持输入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对中国

传统文明进行激烈批判，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顺应

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

的缺点。 如陈独秀强调：“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

水火冰炭，断断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

非牛非马，一样不成。”这显然是仅仅强调了两种

文明存在的时代性差异，从而忽视甚至否认了文明

的传承性和东西两种文明之间的民族性差异。 这种

偏激的论断，因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难以为杜亚泉

等人所接受。 因此，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

尽管非常激烈，但并没有使东西文化问题得到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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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实际上，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及作为调和

论基础的多元主义，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非

常值得关注的理论，也是认识杜亚泉文化思想的重

要理论参照。 调和主义是民初知识界很有影响的文

化思潮。 杜亚泉、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皆为

英伦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和调和主义的倡导者。 文化

调和主义旨在寻求思想多元和思想自由，意在调和

东西、新旧、古今而熔铸中国现代新文化。 早在

１９１４ 年发表的《论思想战》中，杜亚泉就力倡思想界

各派应该以开放宽容的多元主义，化解因新旧思想

歧异而导致的思想冲突，初步形成了调和主义的观

点。 杜亚泉指出，国民欲发达其思想而又避免思想

战的发生，必须有宽容的胸怀，承认多元思想的存

在，不能独断专行。 他提出四条主张：一是宜开濬其

思想；二是宜广博其思想；三是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

想；四是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 归纳起来就是必

须明了并遵循社会发展的“对抗调和之理”。 他分

析说：“世界事理，无往不复，寒往则暑来，否极则泰

生……地球的存在，由离心力与向心力对抗调和之

故；社会的成立，由利己心与利他心对抗调和之故。
故不明对抗调和之理，而欲乘一时机会，极端发表其

思想者，皆所以召反对而速祸乱者也。”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面对思想界新旧各派日趋

激烈的争论，杜亚泉发表《矛盾之调和》一文，以多

元主义阐明多种“主义”并行不悖的调和主义原理，
强调任何“主义”都不能包含万理，各种主义皆有其

独立的价值。 他指出：“天下事理，决非一种主义所

能包涵尽净。 苟事实上无至大之冲突及弊害，而适

合当时社会之现状，则虽极凿枘之数种主义，亦可同

时并存，且于不知不觉之间，收交互提携之效。”在

他看来，主义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两种主义因其中有

部分宗旨相似、利害相同，往往可以互相吸引联袂而

行。 因此， “世界进化，尝赖矛盾之两力，对抗进

行”，思想的发展同样循此矛盾对抗调和之理。 他

主张，对于主义，国民应当选择“其为心之所安、性
之所近者”，并“诚实履行，毋朝三而暮四，亦毋假其

名义以为利用之资；而对于相反的主义，不仅不宜排

斥，更当以宁静的态度研究”，以求调和协进”。
以“宁静的态度研究”各种对立的“主义”，使其并行

不悖与调和协进，是推进思想发展的明智选择。 因

此，杜亚泉主张持理性开放的态度对待从西方输入

的新思想，持多元主义的开放态度，而切不可教条主

义地独宗一说；他否认包含万理而一统天下的绝对

真理和终极目的存在，而承认文化价值的多元性。
杜亚泉这种理性的多元主义，旨在反对激进、保

守、偏狭的一元独断精神，而倡导新旧思想兼容、调
和的文化态度。 杜亚泉的多元主义继承英国经验主

义的理性、宽容、怀疑、反教条的传统，主张各种主义

皆有价值，进而推出其政治文化之新旧多元对立调

剂的调和主义。 这种多元主义的精神，成为杜亚泉

反对陈独秀激进主义文化观的理论依据，也构成了

其文化调和论的思想基石。 正是基于多元主义认

识，杜亚泉在东西文明问题上坚决主张文化调和论，
并从经济和道德两方面分析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和

缺陷，主张两种文明互相调和。 杜亚泉指出，东洋经

济和西洋经济具有以下特点：“东洋社会之经济目

的，为平置的，向平面扩张；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为

直立的，向上方进取。 东洋社会之经济目的，为周遍

的，图全体之平均；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为特殊的，
谋局部之发达。” “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西洋

社会则局处的充血症也。”所以，东西方经济的调

和，是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
杜亚泉研究东西方社会道德状态后认为，两者

各有优长和缺陷，新道德应该在两者调和的基础上

产生。 战后西洋社会道德，将是东西方社会道德的

调和而形成的新时代的道德。 正因如此，中国应采

取的调和之法，就是在经济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手

段，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道德建设方面学习西

方道德中力行的精神，以实现我们理性的道德理想，
用杜亚泉的话说就是：“是故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

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

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

陈独秀对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论进行了严厉

批评。 他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斥责杜亚泉

的调和论为“人类惰性的恶德”，坚持矫枉过正的激

进主义。 他指出，惰性是人类本能的一种恶德，是人

类文明进化的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

这种恶德和障碍造成的。 故陈独秀反对调和论的理

论依据，就是调和论助长了人类守旧的惰性，从而滞

缓了社会进化过程。
陈独秀与杜亚泉围绕调和论展开的激烈论战，

其焦点不在于是否输入西洋新文化问题，而在于如

何对待中国固有旧文化问题上。 两者围绕调和论的

争论，在学理与策略上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陈独

秀激进的文化革命论，虽然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
但其赖以立论的文化进化论在学理上是粗陋的并失

之偏颇的；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论则在学理上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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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新旧调和递变的渐进演化法则，可以避免激

进主义导致的破坏性流弊。 这显然是杜亚泉文化调

和论的思想价值所在。 蔡元培对杜亚泉的调和论曾

有精当的评价。 他说：“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

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

端而取其中，为［如］惟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

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
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
兼取其长而调和之。”蔡元培对杜亚泉调和论之周

详审慎的“科学方法”和执两取中的“折衷方法”的
概括，揭示了杜亚泉思想方法之中西会通的基本

特点。
总之，作为一位有着深厚自然科学底蕴的近代

启蒙学者，杜亚泉之周详审慎的“科学方法”，体现

了英国经验主义之理性的科学精神，这是杜亚泉有

别于新青年派的基本思想特征。 而杜亚泉之理性宽

容、和平中正的“折衷之法”，以宇宙社会之矛盾“对
抗调和”法则，强调思想价值的多元性，进而主张在

思想多元的张力中寻求中西新旧的“调剂平衡之

道”。 杜亚泉调和论的思想价值，在于顺应并揭示

了五四启蒙时代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

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 以陈独秀为

代表的新青年派追求科学民主和反孔批儒，在民初

共和流产、民情沉郁的环境中具有不同凡响的强大

的社会影响，但也暴露了激进主义之武断偏激的局

限。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

青年派以“武断态度”传播新思想而惊世骇俗；以杜

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因“严守论理”的调和思

想而具深邃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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